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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朝文人书写 “当代”文学史时颇重视宋孝武帝统治的大明时代，且视之为从 “经史”向 “文采”

的转折点。这一命题以及大明时代在南朝文学史中的地位，应从宋孝武帝自觉承拟汉武宫廷文化尤其是礼仪文

学的角度理解。宋孝武帝与江夏王刘义恭将司马相如 《封禅文》用作礼仪剧本，通过表、诏、诗展演 《封禅

文》构想的天子与大司马诸多行动及其话语。此事及宋孝武帝在殷贵妃葬礼上承拟汉武帝葬李夫人礼制及 《李

夫人赋》、首次拟作 《柏梁台诗》、谢庄受诏作 《舞马赋》并承袭汉武帝 《天马歌》的文本结构，共同说明宋

孝武所 “好”之 “文章”集中在汉武帝朝宫廷文学尤其是礼仪文学。其时代文化背景是宋孝武帝大力建设礼

仪制度，然这种礼仪制度主要用于塑造威仪，并不推动崇儒宗经，由此继承了汉武帝宫廷文学润色、涂饰的一

面，带动彼时文化与文学向 “文采”的转折，成为南朝文学尤其是文学形式美学发展的重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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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 《颜氏家训·文章》评曰：“自昔天子而有才华者，唯汉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①

作为唯一入选的南朝帝王，在那个文学发展 “实由在上位者提倡”② 的时代，宋孝武帝刘骏统治的孝建、大

明这十年———常以 “大明”概称———是南朝人自我书写 “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③，尤其被定性为

由 “经史”向 “文采”的转折时刻。裴子野 《雕虫论》基于诗史的考察认为 “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

明之代，实好斯文”④，刘勰 《文心雕龙·时序》持论曰 “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

采云构”⑤；稍后的初唐文学史家均格外强调大明时代乃是由 “经史”“彬雅”转向 “斯文”“英采”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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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撰，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卷 ４ 《文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第 ２３８页。锺嵘、陈祚明、王夫之都认可宋孝武
帝的文学成绩，相关评述参王坤、曹旭：《宋孝武帝刘骏年谱汇考》，范子烨编：《中古作家年谱汇考辑要》卷 ２，西安：世界图书西
安出版公司，２０１４年，第 ４１５ ４１６页。最新出版的赫兆丰 《宋孝武时代与南朝文学新变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４年）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奠基意义，但仍存研究空间。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６３页。
大明文学在南朝文学史上的地位已有学者关注。陈庆元 《大明泰始诗论》（《文学遗产》２００３年第 １期）敏锐地发现 “锺嵘 《诗品》

曾两次将大明、泰始连称以指代元嘉之后一个时期的文学 （其中一次引用其从祖锺宪语）。在锺嵘前后，用 ‘大明以来’，或休 （汤

惠休）、鲍 （照）并称来论述元嘉之后约三十年文学的，至少有萧惠基、王僧虔、萧子显、裴子野数人。可见，齐、梁间文史家对

这一期的文学是相当重视的”。童岭 《义熙年间刘裕北伐的天命与文学》（《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１９年第 ３期）也认为南朝 “真正的词

赋之兴，还要等到性格与才情都大异于父祖的宋孝武帝。”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第 ３２６２页。
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卷 ９ 《时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 １７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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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并给出新的视角和例证，如许嵩 《建康实录》根据清台令这一文学制度论证 “武帝自永初迄于元嘉，

多为经史之学，自大明之代，好作词赋，故置此官，考其清浊”①，李延寿 《南史》则承接刘勰，整体性地提

出 “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专经为业”②。

此说也得到现代学者的认同，尤其在诗史研究中，大明时代的转折地位已颇为明晰，王运熙、陈庆元等

学者已据锺嵘从祖锺宪 “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的判断和 《南齐书·萧惠基传》“自宋大明

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淫俗，雅乐正声，鲜有好者”的论述③，阐析大明时代市井文学对五言诗与乐府的

影响及其由雅向俗的趋势。④ 这固然是大明文学生态与南朝文学史中极重要的部分，但未将以清台令为代表的

词赋一脉甚至更广阔的无韵之笔纳入考虑，尚不能考察由 “经史”转向 “文采”的时代全貌。更何况宋孝武

帝乃著名的令 “外内服其神明，莫敢弛惰”⑤、首开帝王为隐秘史实亲造历史书写之例⑥的 “机颖”⑦ 帝王，

娱情曲辞绝非其统治时代的首要文化追求和根本文学性格。宋孝武帝对宫廷文学的自觉建设及其动力是理解

这一文学史命题与南朝文学走向的必要视角，以下尝试论之。

一、从 “拟”到 “礼”：司马相如 《封禅文》在宋孝武朝的展演

封禅礼典因其 “告成于天”的意涵长期为历代帝王所向往。或许由于地处江南，南朝的封禅文化较少为

古今学者所关注，如史官修 《隋书·礼仪志》时称 “晋、宋、齐、梁及陈，皆未遑其 （封禅）议”⑧ 已是误

解，实则在刘宋建国到 “宋末失淮北”即北魏占领泰山地区⑨之间，武帝刘裕、文帝刘义隆均积极策划封禅

大礼，但未遑施行。瑏瑠 一如其父祖，宋孝武帝亦有详实的封禅计划。《宋书》记载大明元年 （４５７），“有三脊
茅生石头西岸”，江夏王义恭 “累表劝封禅，上大悦”瑏瑡。

“累表”所言非虚：纵使南朝文献散佚严重，目前仍可见至少三篇大明年间的请封禅表。一是 《宋书·

礼志》存录的十一月表，严可均 《全宋文》拟题为 《请封禅表》，下文将沿用此题并详论此篇。二是 《建康

实录》存录的七月上表瑏瑢，张忱石指出：“《建康实录》载江夏王义恭率百官请奏封禅事奏，在大明元年七月，

并云 ‘帝犹谦让’。《全宋文》不载此表，但有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 《请封禅表》，可知 《请封禅表》实为再

请之表。”瑏瑣 此篇严可均失收，韩理洲等辑校的 《全三国两晋南朝文补遗》拟题为 《率百官请奏封禅事》瑏瑤。

三是 《初学记》卷 １３ 《礼部上·封禅第八》存录的谢庄 《为八座太宰江夏王表请封禅》，仅存四句，严可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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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卷 １３ 《世祖孝武皇帝》，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 ４８４页。
《南史》（修订本）卷 ２２ 《王俭传》，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２３年，第 ６５７页。
《南齐书》（修订本）卷 ４６ 《萧惠基传》，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７年，第 ８９７页。
王运熙：《刘宋王室与吴声西曲的发展》，《乐府诗述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４９０ ４９３页。
《南史》（修订本）卷 ２ 《宋孝武帝纪》，第 ７０页。
沈约 《上宋书表》称 “至于臧质、鲁爽、王僧达诸传，又皆孝武所造。”《宋书》（修订本）卷 １００ 《自序》，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８
年，第 ２７０６页。皇帝亲自参与史书修撰，宋孝武帝为第一位，稍后梁武帝组织修撰 《通史》时对其中史事与人物 “躬制赞序”或

是受此启发，参见金仁义：《东晋南朝史学与社会》，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１６年，第 ９６页。
《南史》（修订本）卷 ２ 《宋孝武帝纪》，第 ５８页。史学界颇重视宋孝武帝一朝，对其政治才能多有分析，在此基础上严耀中 《评宋

孝武帝及其政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７年第 １期］称宋孝武帝为具有过人精力和才能的皇帝。
《隋书》（修订本）卷 ７ 《礼仪志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９年，第 １５３ １５４页。
《宋书》（修订本）卷 ３５ 《州郡志一》，第 １１５２页。《魏书》（修订本）卷 ９７ 《岛夷刘传》载 “兖州刺史毕众敬亦来降款，至是，

徐兖及淮西诸郡、青齐二州相寻归附”，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７年，第 ２３２５页。
虽然今本沈约 《宋书》未曾记载，但 《太平御览》引沈约 《宋书》“礼志”记载了宋武帝刘裕的封禅计划，曰：“永初三年，高祖

将北扫戎狄，浑一天宇，会计洛阳，秩礼名岳。群臣窃相谓曰：‘须王振旅饮至，陇朔无尘，当议奏封禅修升中之礼。’缙绅闻者咸

曰宜然，自汉光武登封之后，斯绝矣。”李窻：《太平御览》卷 ５３６ 《礼仪部·封禅》，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第 ２４３２页。这一
计划的落空很可能与刘裕的病逝有关。宋文帝刘义隆有封禅计划，《宋书》载 “宋太祖在位长久，有意封禅。遣使履行泰山旧道，

诏学士山谦之草封禅仪注。其后索虏南寇，六州荒毁，其意乃息”。《宋书》（修订本）卷 １６ 《礼志三》，第 ４７８页。
《宋书》（修订本）卷 ６１ 《江夏王义恭传》，第 １８０２页。
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卷 １３ 《世祖孝武皇帝》，第 ４７８页。
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点校说明·二》，第 ２１页。
韩理洲等辑校编年：《全三国两晋南朝文补遗》，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２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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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宋书·礼志三》有江夏王义恭表，无此四语，疑 《宋志》有删节，或各是一篇也”①，由于 《建康实

录》另有一篇，因此谢庄 《表》更可能 “各是一篇”而非 “删节”。

十一月的这封刘义恭 《请封禅表》博得孝武 “大悦”，终结性地完成了 “累表”的使命，使封禅礼仪随

着孝武帝 “朕将试哉”的诏答进入制定仪注的阶段。孝武帝何以 “大悦”？细读可知，《请封禅表》虽篇幅远

逊司马相如 《封禅文》，但其文本结构展开方式与关键标示性字句表达，均是对 《封禅文》的有意模拟。兹

列表以示：

表 １

司马相如 《封禅文》② 江夏王刘义恭 《请封禅表》③

１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历撰列辟，以迄乎秦。 　 惟皇天崇称大道，始行揖让，迄于有晋。

２ 　 率迩者踵武，逖听者风声。纷纶葳蕤，堙灭而不称者，不可胜数也。 　 虽聿修前绪，而迹沦言废，蔑记于竹素者，焉可
单书。

３ 　 续昭、夏，崇号谥，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 　 绍干维，建徽号，流风声，被丝管，自无怀以来，
可传而不朽者七十有四君。

４ 　 罔若淑而不昌，畴逆失而能存。 　 罔仁厚而道灭，鲜义浇而德宣。

５

　 轩辕之前，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已。 　 钟律之先，旷世绵绝，难得而闻。
　 五三六经载籍之传，维见可观也。 　 丘、索著明者，尚有遗炳。
　 《书》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故 《易》称 “先天弗违，后天奉时”。

　 因斯以谈，君莫盛于唐尧，臣莫贤于后稷。 　 盖陶唐姚姒商姬之主，莫不由斯道也。是以风化大
洽，光熙于后。

６

　 后稷创业于唐，公刘发迹于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
而后陵夷衰微，千载无声，岂不善始善终哉！然无异端，慎所由于前，

谨遗敎于后耳。故轨迹夷易，易遵也；湛恩蒙涌，易丰也；宪度著明，
易则也；垂统理顺，易继也。是以业隆于??，而崇冠于二后。揆厥所
元，终都攸卒，未有殊尤绝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犹蹑梁父，登泰山，建

显号，施尊名。

　 炎汉二帝，亦踵曩则，因百姓之心，听舆人之颂，
龙驾帝服，镂玉梁甫，昌言明称，吿成上灵。

７ 　 大汉之德，……微夫斯之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进让之道，
其何爽与？

　 况大宋表祥唐虞，受终素德……而犹执冲约，未言
封禅之事，四海窃以恧焉。

８ 　 于是大司马进曰：“陛下仁育群生……宜命掌故悉奏其义而览焉。” 　 臣闻……伏愿时命宗伯，具兹典度。
９ 　 于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试哉！”
１０ 　 乃迁思回虑，总公卿之议，询封禅之事，诗大泽之博，广符瑞之富。
１１ 　 乃作颂曰：自我天覆，云之油油。……

由表 １对比可知，第 １段，相如写自上古经过历代帝王而 “迄乎秦”，刘义恭写历代帝王揖让禅位而 “迄

于有晋”，秦和晋分别是相如所处的汉与刘义恭所处的宋的前一代，二者语义完全一致，“迄于”的句式也高

度重合。

第 ２段，相如写前代帝王淹没无名者不可胜数，刘义恭之 “蔑记于竹素者”即相如之 “堙灭而不称者”，

义恭之 “焉可单书”即相如之 “不可胜数也”，其模拟明矣。

第 ３段，相如写 “续昭、夏，崇号谥，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七十二君即管仲所言 “古者封泰山禅梁

父者七十二家”④，刘义恭写 “自无怀以来，可传而不朽者，七十有四君”，是在此基础上补充了行封禅典礼

的汉武、光武二帝，此外语意句式均同。

第 ４段，相如发出政治哲学感慨：“罔若淑而不昌，畴逆失而能存”，刘义恭异口同声曰 “罔仁厚而道

灭，鲜义浇而德宣”。

第 ５—７三段是一个组合。第 ５段，相如引 《尚书》说明 “君莫盛于唐尧，臣莫贤于后稷”，引出第 ６段，
说明周政治平庸、不能善始善终，却仍然封禅 （“未有殊尤绝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犹蹑梁父，登泰山，建显

号，施尊名”），由此引出第 ７段 “大汉之德”如何如何，若不封禅，“不亦恧乎”。在刘义恭笔下，其第 ５
段引 《易》“先天弗违，后天奉时”说明最好的帝王乃 “陶唐、姚姒、商姬之主”，第 ６段虽未贬低汉 （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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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２６２９页。
司马相如著，金国永校注：《司马相如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 １７７ ２００页。
《宋书》（修订本）卷 １６ 《礼志三》，第 ４７８页。
《史记》（修订本）卷 ２８ 《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 １６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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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因为南朝宋自称为西汉楚元王之后），但说明汉仍然封禅，第 ７段通过 “况”的虚词连接，起到了不贬

低汉而以 “更何况”语气更进一步推崇刘宋之德的目的，表大宋之德，说明不言封禅 “四海窃以恧焉”。就

具体的文字来说，第 ５段也可以如上表拆分为四句，明示刘义恭逐句模拟。
第 ８段，相如虚拟大司马之进言，最终落实在 “宜命掌故悉奏其义而览焉”的具体请求，刘义恭 《请封

禅表》也最终落实在 “命宗伯”以 “具典度”上，“掌故”即 “宗伯”，“义”即 “典度”。

孝武帝之 “大悦”，乃因其长于文学，深知此乃司马相如为汉武帝所作的 《封禅文》名篇。因此，宋孝

武帝相当配合地诏答曰：

太宰表如此。昔之盛王，永保鸿名，常为称首，由斯道矣。朕遭家多难，入纂绝业，德薄勋浅，鉴寐崩

愧。顷麟凤表祯，茅禾兼瑞，虽符祥显见，恧乎犹深，庶仰述先志，拓清中宇，礼癨谒神，朕将试哉。①

“朕将试哉”自觉地使用了 《封禅文》第 ９段中 “天子”即汉武帝的话语：“朕其试哉”。王言之大，“其出

如?，不反若汗”②，天子诏敕罕言自 “试”某事，仅此一例，模拟明矣。由此可知，时为太宰兼司徒③的江

夏王刘义恭扮演的正是相如 《封禅文》中的 “大司马”角色，孝武帝则喜悦地以汉武自居并模拟其口吻。

随后，宋孝武帝也的确如司马相如构想的那样 “总公卿之议，询封禅之事”，令有司作 《封禅仪注》并

随后奏上，是为 《封禅文》第 １０段的落实。
综上，刘义恭作 《请封禅表》时应以相如 《封禅文》为典范，有意在文本结构展开方式与关键标示性字

句表达上高度承袭。模拟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重要现象，无论是诗歌的拟作、还是赋的谱系，都已得到中古

文学研究者的深入探讨。④ 《请封禅表》的书写方式进一步说明模拟已进入公文书这一 “无韵之笔”的领域，

由此推动了南朝 “笔”体骈化的进程。

更重要的是，江夏王进表、孝武帝诏答、孝武帝询封禅仪注这三个流程及其所使用的话语，完全是以司

马相如 《封禅文》为剧本的、具有 “构成现实”与 “自我指涉”意义的展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⑤。相如 《封禅

文》虽然未对汉武帝朝的封禅礼制实际产生具体作用——— 《封禅文》对汉武帝朝的意义在于在观念层面上提

起汉武的封禅向往，技术与实践层面则是按照儿宽的提议完成，汉武的诏敕话语表达也未受相如启迪———然

在五百七十余年后的南方建康，相如 《封禅》却成了宫廷里实际存在的礼仪行动。由此，《封禅文》采用的

汉赋假托以陈和主客问答的形式特质转化为一种现实礼仪场景中的运用价值，同时，文学经典的接受和再生

从纸面上的文本摹写发展为实践中的礼仪模拟，意味着文本从 “拟”到 “礼”的多维度全面经典化。

由此，再来理解 《初学记》卷 ５ 《地理上·泰山第三》存录的刘义恭无题诗：
大明总神武，乘时以御天。金牒封梁甫，玉简禅岱山。⑥

此诗显然是在写大明年间的封禅，且颇有完成时态的暗示，故引来学者专门辨析孝武帝并未封禅。⑦ 宋孝武帝

既从未真正实行封禅，刘义恭何故作诗？虽然缺少确凿的证据，但基于二人以相如 《封禅》为剧本的全面展

演，这首 《封禅诗》的存在很可能是因为相如 《封禅》结尾有 “乃作颂曰”，且此颂 “……濯濯之麟，游彼

灵。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驰我君舆，帝以享祉”在语气上同样也是汉武已行封禅后的记录时态，故宋孝

武帝朝的完整展演亦需一类似语态的韵文。若此，则宋孝武帝宫廷中对司马相如 《封禅文》的模拟，不仅是

在文本结构与展开方式、礼仪实践及其话语形态的层面，也扩展到文学书写活动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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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宋书》（修订本）卷 １６ 《礼志三》，第 ４７９页。
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卷 ４ 《诏策》，第 ７３４页。
孝建三年十月丙午，太傅江夏王义恭进位太宰，领司徒。《宋书》（修订本）卷 ６ 《孝武帝纪》，第 １２９页。
参见周勋初：《魏晋南北朝时文坛上的摹拟之风》，《周勋初文集》卷 ３，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 ３９５ ４０３页，此后研
究极多。

本文所用 “展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一词，借用于剧场艺术学的理论术语。约翰·奥斯汀 （Ｊｏｈｎ Ｌ Ａｕｓｔｉｎ）《展演的表现》用语言学中
“述行”解释 “展演”，即 “言说导致真实的变形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里希特借用这一词汇，提出展演性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表示的是
“构成现实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ｓｋｏｎｓｔｒｕｉｅｒｅｎｄ）与自我指涉 （ｓｅｌｂｓｔ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ｅｌｌ）之意”。参见李亦男：《当代西方剧场艺术》，桂林：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 ２５ ３５页。
徐坚：《初学记》卷 ５，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 ９５页。
《宋孝武帝刘骏年谱汇考》基于此诗，专门辨析孝武帝并未封禅，可见此诗的确会给读者一种完成时态的阅读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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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 《封禅文》在文学传统中的经典地位是毋庸讳言的。就观念言，任窻 《文章缘起》将封禅目为

一体并以相如为 “始”①，刘勰 《文心雕龙·封禅》亦称 “观相如 《封禅》，蔚为唱首”②。就实践言，扬雄

《剧秦美新》与班固 《典引》均于序中直言相如 《封禅》的影响，朱熹亦概括唐宋文学中 “相如 《封禅书》

模仿极多”③，但在这一经典序列中，宋孝武帝朝对司马相如 《封禅文》自觉展演及其从 “拟”之文到 “礼”

之用的独特性与丰富性，仍是此前被忽视但值得相当重视的有趣现象。

二、汉武帝朝礼仪文学在大明时代的普遍承拟及其礼仪制度背景

宋孝武帝及其宫廷文人对相如 《封禅文》的自觉展演及宋孝武帝本人对其中天子即汉武帝的扮演，在大

明文学中并非孤例。实际上，宋孝武帝明显有模拟汉武帝时代之礼仪与文学的自觉意识与强烈愿望，汉武帝

朝宫廷文学尤其是其中礼仪文学正是孝武帝所 “好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与 《封禅文》一同被搬移至宋孝

武帝朝宫廷中展演的，还有汉武帝 《李夫人赋》《天马歌》与 《柏梁台诗》。

大明六年 （４６２），殷贵妃去世。宋孝武帝 “痛爱不已，拟汉武 《李夫人赋》”，该赋在 《宋书》中全篇

收录，序曰：“朕以亡事弃日，阅览前王词苑，见 《李夫人赋》，?其有怀，亦以嗟咏久之，因感而会焉”。④

宋孝武 《拟汉武帝李夫人赋》在模拟时既 “句式和口气都效仿汉武帝”⑤，又表达了 “对汉武帝赋作题材的承

接和所表达情感的认同”⑥，如同请封禅系列文书一样，宋孝武帝又一次将自己带入了汉武帝的文学身份和角

色。与文学模拟相配合的，是礼仪模拟。殷贵妃葬礼之 “殊命”———如皇后礼⑦———可以再次寻找到源头：

汉武帝 “以后礼葬 （李夫人）焉”⑧。因此，宋孝武帝精心安排的殷贵妃葬礼，在文学层面 “拟汉武 《李夫人

赋》”和在礼仪层面上葬以 “殊命”的观念及 “殊”之具体等级，均可追溯到汉武帝。

或正是出于汉武故事在殷贵妃葬礼上的高频出现，《南史》进一步将汉武帝诏巫者见李夫人魂魄的传说

移植到宋孝武帝身上，曰：“时有巫者能见鬼，说帝言贵妃可致。帝大喜，令召之。有少顷，果于帷中见形如

平生。帝欲与之言，默然不对。将执手，奄然便歇，帝尤哽恨，于是拟 《李夫人赋》以寄意焉。”⑨ 程章灿据

此已经敏锐提出 “能文多情而又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一直是宋孝武帝崇敬的对象”⑩。此事若为真，则是宋孝

武帝模仿汉武的另一重力证，若仅为李延寿所采 “小说短书”类史料瑏瑡，亦可于此 “非事实”中 “觅出”宋

孝武拟汉武的文化与舆论氛围 “事实”瑏瑢。

宋孝武喜拟汉武之文化氛围，亦可从孝建二年 （４５５）瑏瑣 他与群臣作 《华林都亭曲水联句效柏梁体诗》

一事中略窥。虽自顾炎武以降就对 《柏梁台诗》之真伪有诸多讨论瑏瑤，但对南朝人来说这无疑是汉武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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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李晓红：《“文章缘起类”文献发微：从宋人所见任窻 〈文章缘起〉的校定入手》所作 “任窻 《文章缘起》校定本”，《中华文史论

丛》２０２０年第 ２期。
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卷 ５ 《封禅》，第 ８０４页。
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新订朱子全书·朱子语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２２ 年，第 ４５８５ 页。近年研究，
如王允亮、郑瑞娟 《神圣仪式与文学经典———论司马相如 〈封禅文〉的创作与经典化》（《中州学刊》２０２０年第 １２期）亦忽视了宋
孝武帝宫廷的拟作。

《宋书》（修订本）卷 ８０ 《始平孝敬王子鸾传》，第 ２２６３页。
⑩　 程章灿：《哀荣背后的都城政治———贵妃之死 （下）》，《古典文学知识》２００５年第 ４期。
赫兆丰：《文学与历史书写下的宋孝武帝悼亡形象》，《文学研究》第 ６卷第 １期，２０２０年。
《宋书》（修订本）卷 ８０ 《始平孝经王子鸾传》称 “班亚皇后”，第 ２２６３页。参见赫兆丰：《殷贵妃丧葬礼仪规格考》，《古典文献研
究》第二十二辑下卷，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２０年。
《汉书》卷 ９７ 《孝武李夫人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 ３９５２页。
《南史》（修订本）卷 １１ 《宣贵妃传》，第 ３６０页。
《北史》卷 １００ 《李延寿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 ３３４５页。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谓 “中古及近代之小说，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纪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 ６５页。
系年参见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第 ３５１页。
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栾保群点校：《日知录集释》卷 ２１ “柏梁台诗”，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２０年，第 １０７２页。逯钦立 《汉诗别

录》驳之，《逯钦立文存》，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第 ３５ ４９页。其他研究颇多，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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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① 宋孝武帝是目前可见的首位效汉武 《柏梁台诗》的帝王，开梁武帝 《清暑殿效柏梁体诗》、萧绎 《宴

清言殿作柏梁体诗》之先。

宋孝武帝 “好”汉武帝朝 “文章”是当时在宫廷中努力生存之文人群体的文学意识，由此对文坛文风产

生弥散性影响。所谓努力生存，是因为宋孝武帝 “好为文章，自谓物莫能及”，故有鲍照 “悟其旨，为文多

鄙言累句”②，为当时文人之典型。由此，如此前元嘉年间由不善文学的统治者总体提倡、以特定文人如颜延

之为旗手的发展模式，或如此后永明年间由竟陵八友共同提倡而趋向特定兴趣的发展模式，均不会出现在帝

王爱好且自得于文学的大明时代。江夏王刘义恭之所以在公文书中模拟相如 《封禅文》并将宋孝武帝塑造为

汉武的文学角色，亦出于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学权力与场域，《宋书》称 “时世祖严暴，义恭虑不见容，乃卑

辞曲意，尽礼祗奉，且便辩善附会，俯仰承接，皆有容仪。每有符瑞，辄献上赋颂，陈咏美德。”③ 因此，大

明宫廷文学只会走向瞄准特定靶标 （即汉武帝宫廷文学）集中且谨慎的发展道路。

此类文人之典型，是谢庄。在孝武帝展演汉武帝封禅的次年，即大明二年 （４５８），拾寅 （吐谷浑）遣使

献舞马，谢庄应诏作 《舞马赋》，后又应诏作 《舞马歌》④。虽然后者已佚，但它在题材上令我们联想到著录

于 《汉书·礼乐志》的名篇：汉武帝 《天马歌》。二者的联系不仅是来自文学史的联想，更有现实的文本证

据。李凯指出谢庄 《舞马赋》的书写结构是由舞马导入封禅，正是对汉武帝由获得天马到以此为依据施行封

禅的模仿。⑤ 这一承拟究竟是孝武帝直接诏敕所致，还是谢庄对孝武帝 “好”汉武 “文章”的有意迎合，已

无从知晓。无论汉武帝朝天马—封禅的文化逻辑如何进入谢庄 《舞马赋》，《赋》的文本结构对汉武元素的承

接是显然的。与此类似的，是程章灿认为谢庄 《宋孝武宣贵妃诔》“赞轨尧门”指汉武帝赵婕妤如尧母怀胎

１４个月才生下尧一样，也是怀胎 １４个月才生下汉昭帝，“显然是把殷贵妃比作赵婕妤”，并敏锐地指出这
“可能利用了宋孝武帝的汉武帝情结”⑥。

要之，宋孝武帝引领宫廷文人模拟 《柏梁台诗》、在封禅文书中模拟和展演相如 《封禅文》、悼亡殷贵妃

时自觉模拟汉武帝葬李夫人的礼制与赋作这三个事件叠加在一起，说明宋孝武帝对汉武帝朝宫廷文学尤其是

其中礼仪文学有承拟的自觉。谢庄承汉武帝 《天马歌》而作 《舞马歌》与 《舞马赋》并采用由舞马到封禅的

文本结构、采用赵婕妤典故，均是孝武帝引领文化氛围中宫廷文人为投合主上所好的体现。可惜大明文学虽

有 《隋书·经籍志》著录 “宋孝武帝集二十五卷”“宋江夏王义恭集十一卷”“宋金紫光禄大夫谢庄集十九

卷”，曾经规模较大，但今日三人留存文本均不算多，但已是大明文学中较为幸运的留存。不过，谢庄应非大

明文人中的个例而是典型代表———殷贵妃葬礼引发了相当大规模的由江智渊、殷琰、丘灵鞠、谢超宗、汤惠

休等文人参与的文学活动⑦，谢庄 《舞马赋》亦乃 “诏群臣为 （舞马）赋”的文本群之一篇，其 《舞马歌》

也有皇太子、王公以下共作二十七首。⑧ 可惜由于这些文本全部散佚，更多文人是如何像谢庄一般 “利用了

宋孝武帝的汉武帝情结”并将其投射在文学写作中，暂时难以知晓。因此对大明文学的理解，也只能基于以

上事例作出推想。

宋孝武帝之所以在短短十年内如此密集地承拟汉武宫廷中的礼仪文学、将自己代入汉武帝的文学角色并

反复展演，首先是基于刘宋皇室自我定位为西汉楚元王之后、长期刻意追复西汉的政治文化立场。然而，不

同于其祖宋武帝选择祭祀汉高祖、楚元王与张良等名臣来追摹刘汉，亦不同于其他有 “汉武情结”的帝王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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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如刘勰 《文心雕龙·明诗》“孝武爱文，《柏梁》列韵”，同书 《时序》描绘汉武帝朝文学亦曰 “柏梁展朝宴之诗”等。刘勰著，詹

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卷 ２ 《明诗》，第 １８２页；卷 ９ 《时序》，第 １６６８页。
《宋书》（修订本）卷 ５１ 《临川王义庆传附鲍照传》，第 １６１２页。
《宋书》（修订本）卷 ６１ 《江夏文献王义恭传》，第 １８０２页。
《宋书》（修订本）卷 ８５ 《谢庄传》，第 ２３８７ ２３８８页。
李凯：《朝贡与封禅：南朝 〈舞马赋〉寓意发覆》，《民族文学研究》２０２１年第 ３期。
程章灿：《哀荣背后的都城政治———贵妃之死 （下）》，《古典文学知识》２００５年第 ４期。
赫兆丰：《文学与历史书写下的宋孝武帝悼亡形象》，《文学研究》第 ６卷第 １期，２０２０年。
《宋书》（修订本）卷 ９６ 《鲜卑吐谷浑传》记载大明五年 “皇太子、王公以下上 《舞马歌》者二十七首”，第 ２６０５页。曹道衡、刘
跃进 《南北朝文学编年史》认为应是 “世祖五年”也即大明二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 １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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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武功手段①，宋孝武帝基于自己的文学才华和兴趣，在复汉脉络中选择了礼仪文学为抓手，这一点在整个

南朝政治与文学中是相当独特的。原因可能有多重，首先是宋孝武帝对文学的重视和擅长，尤其值得注意的

是，在元嘉年间作为武陵王的他就已有意识地跳跃魏晋文学的空白、直追以崔骃 《四巡颂》为代表的汉代相

当兴盛 “巡幸颂”传统，为其父文帝刘义隆的巡幸礼典献上 《巡幸旧宫颂》②。但在文学之外亦不可忽略的基

础，是宋孝武帝制礼作乐的热情及其高频实践。

谢庄为孝武帝所作 《宗庙歌辞》曰：

刊定四海，肇构神京。复礼辑乐，散马堕城。泽禼九有，化浮八瀛。庆云承掖，甘露飞甍。③

此乃晋宋诸帝宗庙歌辞中唯一一篇以 “礼”作为所歌帝王功绩者④，意味着礼乐确为刘宋士人认可的孝武帝

的突出功绩。

宋孝武帝对礼乐的重视之所以在历史记忆中被相对淹没，很大程度上来自沈约修 《宋书》时因杀父之仇

而采取的多载孝武 “诸鄙渎事”的修史立场。⑤ 但无法掩盖的是 《宋书·礼志》保留了孝武帝的诸多复礼之

举，且沈约 《宋书·五行志二》建构了孝武帝大明七、八年东诸郡大旱民多饥死是来自 “先是江左以来，制

度多阙，孝武帝立明堂，造五辂。是时大发徒众，南巡校猎，盛自矜大，故致旱灾”⑥ 的逻辑，虽出于贬低，

但也从反面说明孝武帝礼制建设的规模和力度确实是超乎寻常帝王的。

具体来说，即位之初，宋孝武帝首先在讨平刘义宣、臧质之乱后开创告天之礼⑦，同时将宋文帝庙号

由合礼的 “中宗”改为地位更高的 “太祖”以标示自身的权力来源。⑧ 孝建元年 （４５４）兴建孔子庙，二
年 （４５５）讲武阅兵⑨，修订郊庙雅乐瑏瑠，也恢复蒋山祠及其他山川祭祀。瑏瑡 大明年间，孝武帝在继续讲

武瑏瑢、籍田瑏瑣及上文讨论的封禅礼等传统礼仪的基础上，用力开拓新礼。大明三年 （４５９）是孝武帝朝礼仪
制度建设的第一个高峰，本年北郊郊坛被重新选址建立瑏瑤，出自 《周礼》然此前从未实现的五辂制度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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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稍后的齐武帝亦 “欲北伐，使毛惠秀画 《汉武北伐图》”，《南齐书》（修订本）卷 ４７ 《王融传》，第 ９０８页。
关于这一文本及相关事件、文脉的分析，参见李易特：《礼仪制度与南朝宫廷文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２４年，第 ７８ ８２页。
《宋书》（修订本）卷 ２１ 《乐志二》，第 ６３１页。
李磊 《“肇构神京”与 “缔我宋宇”：刘宋的王畿设置与疆域界定》（《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 ９期）指出庙歌代表刘宋朝廷对孝武帝
功绩的定位：一、延续宋武帝、宋文帝的正统 （“帝锡二祖”“袭圣承矩”）；二、重新塑造刘宋疆域空间 （“缔我宋宇”“刊定四

海”）；三、奠定王畿及礼乐制度建设 （“肇构神京”“复礼辑乐”）。

沈约的父亲沈璞乃刘劭、刘?的党羽，孝武帝平定京师，以 “守于湖不迎义师”为由而被诛杀。杀父之仇使沈约 《宋书》极贬低孝

武帝，《南齐书》载 “（沈）约又多载孝武、明帝诸鄙渎事，上遣左右谓约曰：‘孝武事迹不容顿尔。我昔经事宋明帝，卿可思讳恶

之义。’于是多所省除。”《南齐书》（修订本）卷 ５２ 《文学传·王智深》，第 ９８９页。刘知几 《史通·内篇·采撰》亦云 “沈氏著

书，好诬先代，于晋则故造奇说，在宋则多出谤言，前史所载，已讥其谬矣。”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１０７页。
《宋书》（修订本）卷 ３１ 《五行志二》，第 ９９４页。
旧典为讨逆出征时告二郊、庙、社，归来时只告庙社，孝武帝朝改为出入均告二郊庙社。《宋书》（修订本）卷 １６ 《礼志三》，第
４６４ ４６５页。杨英指出，“刘宋讨逆取胜后告天完全是凭藉经义的自创，其中蕴含着自身行为合法，让天知晓的意义。”杨英：《刘
宋郊礼简考》，《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与探索》，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３９８页。
赫兆丰：《正统的诉求与建构———对刘宋文帝 “太祖”庙号的考察》，《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 ８期。
《宋书》（修订本）卷 ６ 《孝武帝纪》，第 １２７页。
《宋书》（修订本）卷 １９ 《乐志一》，第 ５９０ ５９４页。
《宋书》（修订本）卷 １７ 《礼志四》，第 ５３０页。
大明三年 （４５９）四月甲子，亲御六师，车驾出顿宣武堂，发 《讲武原降诏》。此诏不见于 《宋书》，仅见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

《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第 ２９５页；系年参见韩理洲等辑校编年：《全三国两晋南朝文补遗》，第
２１８页。五年 （４６１），宋孝武帝再次阅武，参见 《宋书》（修订本）卷 ６ 《孝武帝纪》，第 １３７页。
《宋书》（修订本）卷 ６ 《孝武帝纪》，第 １３５页；卷 １７ 《礼志四》，第 ５２８页；卷 １８ 《礼志五》，第 ５７０ 页；卷 ５２ 《袁湛传》，第
１６３２页。
《宋书》（修订本）卷 １４ 《礼志一》，第 ３７４ ３７５页。１９９９年 ４月，南京东郊钟山南麓发现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被评为 ２０００年
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经考，此正是大明三年刘宋孝武帝所建北郊坛。参见贺云翱执笔：《南京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一号坛发掘

简报》，《文物》２００３年第 ７期。不过张学锋 《论南京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的性质》认为是定林上寺域内的佛教遗址，《汉唐考古

与历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３年，第 ３１０ ３２５页。



承拟汉武与从 “经史”转向 “文采”的大明时代

建立①，大明四年 （４６０）一改 “江左不立明堂”而重建明堂并制 《明堂仪注》②，沉寂近二百年的皇后先蚕

礼制也为了配合天子东耕而复兴。③ 五年 （４６１），又修建自阊阖门至于朱雀门、又自承明门至于玄武湖的大
规模驰道。④ 六年 （４６２）置凌室，修藏冰之礼。⑤ 七年 （４６３）亲巡江右，与其父宋文帝成为南朝历史上仅有
的两位亲行巡幸之礼的帝王⑥，且于博望、梁山立双阙，恢复自三国就基本沉寂的象阙之制⑦，史称 “舟航之

盛，三代二京无比”⑧。此外，南朝帝陵神道上依次排列石兽、墓阙与石碑所构成的地面石刻景观之形成关键

亦在孝武帝。⑨

因此，宋孝武帝 “诸多礼制创举在南朝诸帝中甚为突出”瑏瑠 并非过誉，这是他承汉武宫廷文学时主题多

集中在礼仪文学的直接原因，也是他能将孝建、大明文学塑造成近似汉武宫廷文学风貌的现实基础———刘勰

《文心雕龙·时序》概括汉武帝朝文学特质为 “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瑏瑡，“礼乐辞藻”

即礼仪文学正是汉武宫廷文学的核心。因此，若后世大力复兴礼仪，则汉武宫廷文学是首要的典范。由此可

见，礼仪的传承与延续赋予了汉武宫廷文学新的价值和生命力。

三、作为威仪的礼制与从 “经史”到 “文采”的时代转折

然而，为何大明宫廷文学自觉承拟 “孝武崇儒，礼乐争辉，辞藻竞骛”的汉武帝朝宫廷文学，却最终呈

现出 “经史”“六艺”与文学隔阂分离、“经史”转向 “文采”的现象？就其源头言，汉武帝朝宫廷礼仪文

学的勃兴与 “崇儒”的关系，又该如何理解？这些问题的本质，是以汉武、宋孝武两朝为代表的，礼仪制度、

儒家经学与文学三者发展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所处的宫廷场域尤其是其中政治权力的关系。

实际上，礼仪制度、儒家经学与文学三者的发展态势并不必然协同。儒家经学尤其是三 《礼》经典是

“礼”的本根，但作为仪式与制度的礼尤其是宫廷中的天子—皇帝礼制并不可等同于儒家学术，它另有 “尊

君威仪”的属性及相应的发展脉络。刘勰 《文心雕龙·时序》篇在 “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

竞骛”外，另有一语叙述西汉早期状态：“高祖尚武，戏儒简学。虽礼律草创，《诗》《书》未遑。……施及

孝惠，迄于文景，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这段话不仅指出了 “文”“学”之间的张力瑏瑢，也说明了 “礼”

“文”“学”之间的错位。汉高祖 “草创”之 “礼”指叔孙通作 《朝仪》，它因高帝患厌群臣饮酒争功而动

议，完成后令高祖 “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瑏瑣。之所以能在 《诗》《书》未遑、儒学衰微的基础上草创 《朝

仪》，是因为正如甘怀真指出的那样，礼制可以是一套强调统治者合法性与教养的仪式，即所谓 “威仪”瑏瑤。

作为 “威仪”的 “礼”固然以三 《礼》经学为基础，但它的首要关怀显然是皇帝权威的塑造，而非儒家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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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桢 《中古天子五辂的想象与真实———兼论 〈晋书·舆服志〉车制部分的史料构成》（《文史》２０１４年第 ４期）考证天子五辂真正
从经典进入现实是在刘宋孝武帝大明三年，而非如 《晋书》所描述的那样成于晋代。

《宋书》（修订本）卷 ５３ 《张永传》，第 １６５１页；卷 ７６ 《王玄谟传》，第 ２１６３页。
西晋曾有此礼，此后则无。大明四年恢复，参见 《宋书》（修订本）卷 ６ 《孝武帝纪》，第 １３６页；卷 １４ 《礼志一》，第 ３８４页；卷
４１ 《后妃传·孝武文穆皇后》，第 １３９８页；《隋书》（修订本）卷 ７ 《礼仪志二》，第 １５９页；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 ４５
《礼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 １２８９页。
《宋书》（修订本）卷 ６ 《孝武帝纪》，第 １３９页。
《宋书》（修订本）卷 ６ 《孝武帝纪》，第 １４０页；卷 １５ 《礼志二》，第 ４４４ ４４５页。
《宋书》（修订本）卷 ６ 《孝武帝纪》，第 １４１页；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卷 １３ 《世祖孝武帝纪》，第 ４８４ ４８５页。
《宋书》（修订本）卷 ６ 《孝武帝纪》，第 １４５页。陆翺 《石阙铭》“托远图于博望”即指宋孝武帝此事。程章灿 《象阙与萧梁政权始

建期的正统焦虑》（《文史》２０１３年第 ２期）综合分析六朝象阙，认为 “三国两晋至南朝，象阙之制基本上阙而不讲”，只有王导为

了安抚晋元帝司马睿 “寄人国土，心常怀渐”的心理指牛头山两峰为天阙，但程章灿已经注意到，此事仅见于南朝宋山谦之 《丹阳

记》，于正史无征。程章灿认为孝武帝行幸历阳与立双阙有关。“宋孝武帝个性好大喜功，又自以为是，不在国都而是在距离国都百

余里之地立阙，故前人称其别出心裁。”

徐坚：《初学记》卷 ２５，第 ６１０页。
耿朔：《“于襄阳致之”：中古陵墓石刻传播路线之一瞥》，《美术研究》２０１９年第 １期。
贺云翱执笔：《南京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一号坛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０３年第 ７期。
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卷 ９ 《时序》，第 １６６８页。
黄若舜：《“天道”与 “古道”———汉武帝的礼乐兴作及其文学史意义》，《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４年第 ６期。
《史记》（修订本）卷 ９９ 《叔孙通传》，第 ３２９８页。
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２００８年，第 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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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弘宣。叔孙通 《朝仪》在中古制礼理念与实践上的源头性地位和价值，并不逊色于三 《礼》经学。较早者

如刘向 《说苑·修文》曰 “《诗》曰 ‘威仪抑抑，德音秩秩’，谓礼乐也。”① 至南朝梁萧子显 《南齐书·礼

志序》仍勾勒礼仪脉络曰：“礼仪繁博，与天地而为量，纪国立君，人伦攸始。三代遗文，略在经诰，盖秦余

所亡逸也。汉初叔孙通制 《汉礼》……及至东京，太尉胡广撰 《旧仪》，左中郞蔡邕造 《独断》，应劭、蔡质

咸缀识时事。”② 因此，“礼的威仪观在中古时期不曾丧失”③，在中古尤其是南朝礼制建设中，宗经复古毋宁

说是让位于尊君和实用的。④

汉武帝的制礼作乐，实际上正如吕思勉指出的，也以 “粉饰升平”与宣扬权威为核心⑤，因此在方法上

有意扬弃传统甚至去历史化，转而采取宗教化的路径，一变 “法古制礼”为 “奉天制礼”⑥。从大背景来看，

这也是因为汉武帝虽独尊儒术，但其总体性质本就非 “崇儒”的 “孔门家言”，而是偏重 “尊王”的 “宗周

王学”，与儒经精神和思想理念存在疏离⑦，虽然在形式上往往 “在六经等古代经典中找到依据，有类似 《庄

子》所谓 ‘重言’加以比附，则更利于说服上下”，但 “至于比附是否恰当，是否与儒学相符往往不在考虑

之列”⑧，只是 “用儒术文饰制礼作乐”⑨。由此，这一时期礼乐制度下的文学精神和性格可由刘勰 “义尚光

大”与 “类多依采”二语概括瑏瑠，重视 “外在涂饰的视觉美”瑏瑡，且这类辞藻来自 “礼乐争辉”瑏瑢。汉武帝崇儒

与文学的关系，并不在于将文学引上尊经复古的特定观念和限定道路。儒家的意义，在于不同于法、墨、老、

庄诸家观念及在秦与西汉早期轮番登场的法家与黄老之术，推动了重视礼乐文化和修辞性语言 （即文辞）的

宽泛理念，这已是儒学对汉武帝朝文学作出的卓越贡献。瑏瑣 因此，汉武帝朝宫廷文学在性质和形式上并未受到

以 《诗大序》为代表的儒家文学观念的限制，反而发展出 “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瑏瑤 的相如大

赋。由此，距离汉武实态较近的班固并未像刘勰那样构建儒—礼—文的关系，仅言 “崇礼官，考文章，内设

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瑏瑥，将礼—文归入鸿业的润色，并不视之为崇儒

之举，这是更符合汉武帝朝实际情况的。

以礼与文 “润色”帝业，既是宋孝武帝于艰难时局中所需要且易于获得的，也是大明宫廷文学由 “经

史”转向 “文采”的根源。宋孝武帝面对的是内外交困的政局：对内，他并非太子继统，相当缺乏即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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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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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则惑于神仙家言耳，非行儒家之学也”，《吕思勉全集》第 ４册，第 ６９页。钱穆 《秦汉史》也指出 “汉武立五经博士，谓其尊

六艺则可，谓其尊儒术，似亦未尽然也。特六艺多传于儒者，故后人遂混而勿辨耳。故汉人之尊六艺，并不以为其儒书而尊。而汉

人之尊儒，则以其守六艺。此不可以不辨也。……故汉人之尊孔子，特为其传六艺之统。汉人之尊六艺，特为其为古代之王官学。”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２年，第 ８７ 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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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涂饰的意味。汉代文艺这种外在的涂饰的意味，当时的人们就有了认识。赞之者称为 ‘润色鸿业’，‘雅颂之亚’；贬之者比之为

‘雾鄃之组丽’，‘女工之蠹’。前者表明了汉代文艺不是作者主体的抒发，而是对于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功业、力量的谄谀；后者表明

这种谄谀所采用的方法，乃是竭尽词采之涂饰”，并认为司马相如论作赋云 “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

此赋之迹也”，指的正是这种外在的涂饰。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１２ １３页。
徐公持：《礼乐争辉与辞藻竞骛：关于秦汉文学发展的制度性考察》，《文学遗产》２０１１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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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拟汉武与从 “经史”转向 “文采”的大明时代

性，故孝建初年有刘义宣、臧质叛乱；对外，元嘉北伐失败后南朝政权已无力恢复中原，只能彻底放弃洛阳，

转而通过礼仪文化建设新的 “建康天下中心观”，即谢庄称孝武帝 “肇构神京”①。以封禅为例，南北对峙政

权均试图通过封禅争夺天命与正统，元嘉封禅动议的次年、大明封禅动议的七年前，即太平真君十一年

（４５０），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也曾 “过岱宗，祀以太牢”②，这种文化压力不会对宋孝武帝毫无影响。基于其所

处的内外压力，宋孝武帝需要且仅有能力通过礼仪制度与文学来在观念上塑造天命、营造正统、打造威仪，

未暇真正为儒学经史作出诚恳的考虑，故宋武、宋文二帝在儒学方面的建设 （如兴建国子学）并未在内外交

困的大明时代得到持续③，但标榜本朝承续儒脉之孔庙礼仪却于孝建元年就首先提倡。④

宋孝武帝朝礼仪制度建设的实质，并非 “崇儒”，而是 “主威独运”⑤ 的帝王性格下的 “威仪”，更接近

刘邦 “戏儒简学，虽礼律草创，《诗》 《书》未遑”的一面，然其礼制包装则为汉武帝 “崇儒，润色鸿业”

的 “礼乐争辉，辞藻竞骛”，由此大明宫廷文化承拟的不仅是汉武帝朝的文学文本，也是汉武帝通过礼制仪

式与文学辞藻建构政治文化与威仪的整体精神和思路，由此带动的，是儒学精神的淡出和文学趋向弘丽浮华，

是为一条 “靡而不典”“丽而不经”⑥ 的综合礼仪、权力、学术、文学四者之互动的文脉。因此，在以汉武帝

朝礼仪、政治文化为模范并实际承拟的宋孝武时代，呈现出皇权的集中、礼制的喷涌、文辞的兴盛与经史的

衰落，是同样一种时代文化下的必然现象。不过，汉武帝 “好文辞”背后的深层意志及其礼乐思想由 “古

道”转向 “天道”的根源被认为是 “僭越历史的创造欲”，由此发挥帝国文辞的艺术创造力⑦，但在宋孝武帝

时，历史的包袱已过于沉重，更合适的路径不是创造，而是延续父祖的道路比附前汉。这一独特的时局及政

治文化追求，与孝武帝个人的文学才华、礼仪兴趣结合，带动了以司马相如 《封禅文》为代表的汉武帝朝宫

廷礼仪文学在南朝的经典化和再生产，为之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和现实价值。

参与礼制建设并书写礼仪文学的大明士人不会不清楚孝武帝制礼与崇儒的分野，因此也不会在礼仪文学

中刻意尊经。以谢庄为例，大明五年孝武帝出行至夜方还，谢庄劝诫曰：“臣闻搜巡有度，郊祀有节，盘于游

田，著之前诫。陛下今蒙犯尘露，晨往宵归，容恐不逞之徒，妄生矫诈”云云⑧，点明孝武帝实际上借巡幸、

郊祀等礼仪活动之名，行游乐之实。沈约将其礼制建设定性为背离父祖节俭作风的 “奢广”⑨，虽有个人报复

情绪，亦可称切当。再以上文讨论的殷贵妃葬礼文学为例，彼时制礼者多而违经者众，如 “便僻善事人，能

得人主微旨，颇涉书传，尤悉朝仪”瑏瑠 的徐爰费心寻找经礼依据，促成嫔妃得谥并单独立庙瑏瑡，制礼而不崇儒

明矣。史载丘灵鞠于此时 “献挽歌诗三首，云 ‘云横广阶暗，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赏”。瑏瑢 南朝是摘句批

评的重要发展时期，此乃首次帝王摘句之事，可见宋孝武帝的确对文学形式之美兴致盎然。同样，在建构本

朝封禅文化时，宋孝武帝采用的文化资源并非五经之中载封禅最详且为汉武帝朝封禅礼制采用的 《尚书》典

制，亦非比相如 《封禅》更自觉靠拢 《尚书》的班固 《典引》瑏瑣。宋孝武帝是以文学的而非儒学的眼光在挑

选建构本朝封禅文化上的典范，儒学的追求在优先级上让位于文学经典的魅力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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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个制造礼乐、塑造威仪而不尊经崇儒的大明时代，其宫廷文学自然会继承汉武帝宫廷 “竭尽

词采之涂饰”的传统，进入以 “文采”为核心关注对象的阶段。上引裴子野 《雕虫论》称大明时代 “以博依

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曹；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虽针

对五言而发，但其借 《荀子·乐论》论 “乱世之征”曰 “其文章匿而采……贱礼义而贵勇力”① 及 《诗大

序》“发乎情，止乎礼义”② 而概括的 “礼义”之缺、“匿采”之兴相当精准，实乃大明时期文学文化调性：

孝武帝朝文化正是厌弃 “章句”、不以 “礼义”为依规，而追求 “淫文”“斐尔”，故最终呈现出 “文章邪匿

而多采饰也”③ 的文学性格。虽然刘宋国运未必能因大明礼制建设得到延续，但就文学言，“承认语言华美的

骈体诗、文、辞赋为文学正宗，重视辞藻、对偶和声调之美”④ 的南朝文学进程由此得到推动，南朝文学的

形式美学由此在诗、赋、文各体中均得到发展⑤，故大明时代能成为南朝人书写 “当代”文学史中的重要

节点。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 “礼制因革与南北朝至唐的文学演进研究” （２５ＹＪＣ７５１０１１）
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张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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